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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軍事組織正面臨少子化及招募困難的挑戰，亟需透過制度完善與認知強化來加強個

體與組織間的連結，並形塑正向的「組織文化」，以鞏固官兵的留營意願，減少無形人

力資本的損耗。具備高度工作責任感的員工，不僅能提升個人對工作的重視程度、人際

互動品質及個體與組織的適配性，還能顯著增強組織效能。對軍事單位而言，傳統威權

式管理模式仍占主流，但若能透過改善管理措施間的連結效能，則有助於現役官兵提升

留營意願及降低離職可能性，帶來正向增強效果。本研究基於社會交換理論，旨在探討

軍事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如何影響部屬的責任感與工作鑲嵌，並分析領導成員交換

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的調節作用。本研究採用配對問卷設計，蒐集來

自 76 個軍事單位的 278 名參與者及其直屬主管的資料。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部屬

的「責任感」對於「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工作鑲嵌」之間的關係具有中介作用；此

外，調節式中介效果分析結果表明，當部屬具備較高的 LMX 水準時，能進一步強化人

力資源管理措施經由部屬責任感對工作鑲嵌的正向關係。最終，研究成果可為軍事單位

提供實質性的管理建議，協助其優化相關政策與措施，提升組織效能並促進官兵的持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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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organizations are currently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declining birth rates and 

recruitment difficulties, necessitating improvements i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strengthened awareness to enha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organization. 

By cultivating a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ey can solidify service members’ retention 

willingness and reduce the loss of intangible human capital. Employees with a strong duty 

orientation not only improve their focus on work,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quality, and 

alignment with organizational goal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enhance overall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For military units, 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 management approaches remain 

prevalent; however, improving the linkag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HRMP) can positively impact active-duty personnel by increas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remain and reducing turnover intentions, thereby achieving reinforcement effect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HRMP), subordinate’ duty orientation and job embeddedness, and 

explores the effect of moderating mediation through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relationship. Finally, a total of 309 questionnaires from 76 unit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s study, 

and 27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subordinates' duty orientation will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RMP and job 

embeddedness; when LMX is high, that will strengthen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HRMP on job 

embeddedness through subordinates’ duty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further discussed. 

 

Keyword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Practice, Duty Orientation, Job Embeddedness,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 Corresponding Author: Liao, Wei-Ting email: steven65tw@gmail.com 



一、前言 

近年來，受到國際環境變動、疫情及少子化等多重因素影響，新世代年輕人的自我

認知逐漸增強、零工經濟快速發展更助長了這種趨勢，導致各行各業人才短缺及招募困

難窘境，亦造成人員離退的流動率大增、消耗大量的訓練成本，因此，組織能否有效留

用人力成為首要關鍵。然而，特別是在招募困難的情況下，領導者更必須思考如何強化

部屬職能，以因應組織的需求、強化留任意願來保留人力與增強組織效能。因此，單位

在掌握當前人力資本的當下，更應落實管理措施與人力資本的管控，將資源投入自身組

織、培訓強化員工專業能力與善待員工，有效實行「開源節流」策略，讓工作者與組織

緊密聯繫，而專注於工作不願意輕易離開職場。 

毋庸置疑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對組織內成員的影響最為直接，也讓員工感受最深。組

織對員工態度、公平對待、投資員工教育訓練及獎勵等作為，不論從員工的角度進行技

能、知識和能力投資，以及改變員工對組織的態度與感受，都係透過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對組織整體產生較大的影響，亦能獲得員工的高度組織認同與承諾（Huselid, 1995）。有

效地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必須從改善個體的認知與行為著手，進行整體規劃與整合，提升

員工與組織績效（廖良文與林文政，2011；廖良文與黃同圳，2009），以及組織承諾（賴

彥如與黃同圳，2007）。為了探究如何提升了組織效能，Arthur（1994）將人力資源管理

措施區分為控制性（control）與承諾性（commitment）兩種，前者強調效率及勞動成本

的降低，透過嚴格工作規則與成果導向的獎勵措施來規範與激勵員工行為；後者則強調

組織成員心理認知感受，從制度到心理認知層面共同提升對組織的信任與承諾。過往相

當多的研究顯示，多半以控制性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探討對組織財務、產量績效等影響

（Delery and Doty, 1996; MacDuffie, 1995; Mendelson and Pillai, 1999; Ichniowski et al., 

1997; Pfeffer, 1998; Youndt et al., 1996）。然而，承諾性人資措施如良好的組織文化（Chan 

et al., 2004）、氣候（Neal et al., 2005）、策略的差異（Chan et al., 2004; Delery and Doty, 

1996; Karami et al., 2004; Neal et al., 2005）等軟性措施，卻鮮少探究其對組織績效間的

影響。因此，提升組織績效除著重於制度面建立以及工作環境等發展外，仍必須考量在

承諾性人力資源措施「以人為本」的概念，透過心理層面的提升員工意願與動機，逐步

改進工作行為、態度與信任，將其動機融入工作，這才是實現競爭優勢的根本、有效工

具（Guthrie, 2001）。其中，在規劃和整合招募、教育、訓練與獎勵措施方面，都必須透

過一系列的動態互動關係（Bohlander and Snell, 2007）進行規劃，經由系統化解構，將

個體與組織策略需求的知識與技能進行契合，不僅能提升專業職能（Arthur, 1994; Becker 

and Gerhart, 1996; Becker and Huselid, 1998; Guest et al., 2003; Wright et al., 2005），還為組

織帶來提高整體效率與降低勞動成本的好處（Arthur, 1994）。前述的研究雖充實在企業

界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理論與內涵，卻鮮少針對軍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進行研

究。 

過去研究顯示，若組織提供較佳管理措施，將會降低成員離開組織的意圖；相反的，

若組織無法有好的管理措施，勢必員工會產生內心認知差異，而可能向外尋求能契合個

人價值觀的發展機會（Kraimer et al., 2011; Weng and McElroy, 2012），離開組織向外發



展。近年來，由於就業市場及個人價值認知改變的現實影響下，離職的問題也困擾著軍

方，許多離職意願的研究卻無法解釋為何會受到外部吸引就會有跳槽的情事產生，促使

研究轉向到如何將員工留任於組織、為何願意留在組織內，部份的原因可能來自個體對

工作事務與義務的認知，以及內在的心理承諾程度，會受外在的影響產生不同的主觀感

受與影響（Pearce and Gregersen, 1991），形成工作動機與績效降低、或者離職率偏高的

負面行為現象，更對組織成員產生不同層次的影響（王豫萱與胡昌亞，2013）；相反的，

則使組織成員對組織有較佳的正向行為表現（Cheney, 1982）。Mitchell et al.（2001）提

出工作鑲嵌的概念，認為這是一種讓個體維持在該組織狀態的力量總和，包括成員與組

織或人際關係正式與非正式連結的心理因素。研究證實工作鑲嵌較滿意度、組織承諾或

工作尋找等因素更能預測組織成員離職行為的效果（Mitchell et al., 2001）。如何運用有

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來留住組織的關鍵人才，降低組織成員離職成本與人力資本的損

失，是現代組織發展必須高度關注的重要策略議題。因此，本研究探討人力資源管理措

施對組織成員工作鑲嵌之影響，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再者，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績效檢核，確能有效預測組織成員後續工作行為的表現

（Barrick and Mount,1991; Hackman and Oldham, 1980; Raymark et al., 1997），從管理措

施的考核制度發現，在績效考核的規劃與促進下，組織成員有較正向工作表現，以及工

作績效（Barrick and Mount, 1991）；其中，由於組織成員受到措施的規範對工作成員自

認負責的程度，可能係組織成員發自內心從個體認知、認同與執行層面能認知自己的責

任與決心，成為個體發揮專業職能與正向知覺的基礎（Eva et al., 2020; Gok et al., 2023; 

Hoobler and Hu, 2013; Moss et al., 2020），產生對工作展現專注、重視的態度，而有利於

個體工作績效的展現（Farh et.al, 1990），亦對組織績效具有關鍵的影響（連淑君與余德

成，2004）。近年來，雖學者透過社會認知與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對員工責任感的根本

原因和影響進行研究（Eva et al., 2020; Gok et al., 2023; Moss et al., 2020），成為工作職場

之重要課題，然鮮少利用實證研究針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進行探究。因此，本

研究欲藉探討組織成員責任感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工作鑲嵌間之影響，成為本研究動

機之二。 

此外，社會交換是人際互動關係導向（relationship-oriented）的主觀知覺（Blau, 1964）。

這種知覺尤其在主管對於不同部屬間有不同的評價與對待，以及不同交換關係（Graen, 

1976），在社會交換的基礎下，個體間存在不同互惠性質的回饋行為，而透過個體的期待

與考量，決定是否願意展現出較多組織忠誠（organizational loyalty）與遵從（organizational 

compliance）、進取（individual initiative）的組織公民行為（Podsakoff et al., 2000）。然關

係間的差異有親疏遠近之分，涉及到「垂直配對連結」（vertical dyad linkage, VDL），主

管與部屬對偶關係發展，也會影響後續個體工作上的態度與行為（Wayne et al., 2002）。

因此，組織主管與成員間的交換關係品質是否會改變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組織成員責任

感間關係的影響，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過往的研究，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責任感以及工作鑲嵌已逐漸成為企業界不容忽視

的關鍵議題，然顯少有專注於探討軍事組織人力資源與組織行為在責任感和工作鑲嵌方

面的研究。基此，有鑒於上述研究背景和動機，以及這個研究領域的缺口，本研究運用



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透過實證研究的方式，以軍事組織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人力資

源管理措施、部屬責任感與工作鑲嵌之間的關聯，同時進一步研究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對

於這些變數是否存在調節效應，亦填補現有文獻中的知識空白，並藉由實證研究結果，

將可提供未來學術研究與相關軍事單位在人力資源管理之參酌。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Amabile（1988）指出，工作個體在組織環境中會評估多種因素，從而發展出相應的

工作行為。具體而言，組織環境涵蓋人際關係、內部溝通、支持機制以及未來發展前景

等方面，這些因素深刻影響部屬的知覺與認知，進一步激勵他們是否自發性地投入工作

（Eisenberger et al., 1986; Takeuchi et al., 2008），並影響其後續的行為表現。根據社會交

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組織成員之間的社會交換關係品質，會根據特定成員

間的差異性產生相應的義務與責任（Blau, 1964）。特別是在組織設定明確目標的情況下，

這種關係品質尤為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成員是否重視組織對其評價、貢獻與幸福感

（Eisenberger et al., 1986），以及其適應性表現。同時，社會交換關係的品質也影響成員

間的期望與回饋行為，進而影響個人與組織間的整體績效（Blau, 1964）。因此，組織內

的社會交換關係不僅對員工的心理連結具有正向影響（Wayne et al., 1997），更可視為組

織的一項核心資源（Collins and Clark, 2003; Uhl-Bien et al., 2000）。 

2.1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對於組織而言，管理系統是一項隱性資產，其效能必須透過各項管理措施的落實來

提升整體績效，進而創造組織的獨特價值。因此，管理系統的優劣能直接且有效地反映

組織的核心競爭力（Becker and Gerhart, 1996）。在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相關措施涵蓋範

圍廣泛，包括人力選用、教育訓練、績效評估、薪酬制度、升遷安排及職業發展等，這

些措施不僅傳遞組織對員工行為、態度與績效的期望，還向員工傳遞強烈的互惠訊息，

說明他們可從組織中獲得哪些回報（Rousseau and Wade-benzoni, 1994）。從系統化的觀

點出發，組織可透過這些措施加強員工的技能、職涯發展與動機，完善人才與組織整體

的發展規劃（Gardner et al., 2011; Guthrie, 2001; Jiang et al., 2012; Kehoe and Wright, 2013; 

Lepak et al., 2006; Subramony, 2009）。這些措施不僅影響員工心理契約的形成，還有助於

員工理解與組織之間的雇用關係運作機制（Rousseau and Greller, 1994），同時為管理者

推行相關政策與措施提供助力。根據 Huselid（1995）的實證研究，如果組織能夠建立一

套完善的人力資源體系，涵蓋招募、獎酬、升遷與教育訓練等方面，並透過管理措施的

規範、訓練與考核，促使成員具備高度的職能、知識與自信，不僅可大幅提升成員對組

織的歸屬感與心理資本，還能顯著促進正向的工作效能與對組織的承諾。 

過去的實證研究指出，組織成員的知覺會受到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配套（bundle）的

影響（Appelbaum et al., 2000; Delery and Doty, 1996; Pfeffer, 1998）。為進一步探討哪些特

性能夠有效提升組織效能，學者 Arthur（1994）將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分為控制性與承諾

性兩種類型。控制性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注重提升組織效率與降低勞動成本，透過成果導

向的嚴格規則及管理措施規範成員行為。相對地，承諾性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則以個人與

組織目標的契合作為核心，從心理層面探討員工對組織的信任，旨在促使成員與組織形



成緊密契合（Arthur, 1994），並改變其態度與行為。 

為實現成員與組織目標的一致性，必須經由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促進員工與組織的整

合（Schuler, 1997）。這包括詳細規劃組織環境中的人力需求與招聘、員工行為評估及績

效管理、薪酬與福利制度、以及培訓和職業發展等，並結合心理契約的建立，讓員工與

組織之間形成一定的約束與行為規範（Robinson et al., 1994）。心理契約可從個體認知的

獨特性、對組織規範的承諾、員工單方面的認知，以及交易與關係型四項特點來加以分

析（Morrison and Robinson, 1997），以促進組織目標與員工行為的協調一致。 

在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中，績效管理系統最能有效強化員工對組織活動的公平感受，

並約束員工行為，使其朝正向工作發展與組織目標一致的方向邁進。同時，它能降低因

公平性偏差知覺而引發的負向行為（Fletcher and Williams, 1996; Paul and Anantharaman, 

2003），促進成員對組織承諾的提升，並使其與組織目標緊密結合（Ogilvie, 1986）。其

次，教育訓練對確保員工公平性認知也有重要作用。當員工透過教育訓練建立對組織的

正向認知，並理解接受培訓所帶來的益處時，其能力將得到提升，自信心也隨之增強，

從而激發更高的接受度、支持動機與參與熱情。這些正向效應進一步鞏固員工與組織之

間的連結（Bartlett, 2001），並提供有效評估其行為的依據（Ogilvie, 1986; Paul and 

Anantharaman, 2003）。此外，福利與獎勵制度能直接激勵員工參與組織的事務或活動，

有助於增強員工的向心力，並維持穩定的績效水準（Noe et al., 2016）。綜合多位學者的

研究成果可見，除控制性管理措施的規範與執行之外，承諾性措施也在提升效能方面扮

演了重要角色。若能妥善結合承諾性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將能有效且直接地影響員工內

在心理契約與後續行為表現，為員工與組織雙方帶來顯著的正向效應。 

2.2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工作鑲嵌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涵蓋多個領域，包含組織的管理活動、教育訓練、績效評估、獎

酬制度、職業發展、員工參與以及資訊共享等。這些措施旨在讓員工感受到其帶來的優

勢，同時傳遞組織願與員工維繫長期關係的承諾。藉人力資本的投資，組織可培育員工

具備專屬於本組織的核心技能，增強員工的情感承諾與忠誠度（Rousseau and Parks, 

1993）。此外，交易型和關係型義務的結合，能夠構建高參與度且值得信任的工作環境，

進一步提升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感（Fletcher and Williams, 1996），從而激發他們支持組織

變革的動力。Hussain and Rehman（2013）指出，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員工留任之間存在

高度相關性。對於組織內具備高能力且有價值的員工，人力資源管理資訊通常傳達績效

表現方面的交易型義務，同時透過維繫組織發展、訓練、績效評估與生涯規劃等長期承

諾，建立有助於員工適應與安全感的關係型義務（Robinson et al., 1994）。這種關係不僅

提升了員工的自信心與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能激發創新想法與新穎見解。為了創造

價值並實現組織設定的目標，組織可藉由心理契約，在員工與組織之間建立約束與行為

規範（Robinson et al., 1994），當員工更加投入於組織內的互惠交換事項與共同信念時，

他們會對未來承諾與奉獻抱持積極態度，並增強其對個人價值觀的正向認知，更基於互

惠交換的原則，員工可在履行義務的同時獲得回報（Rousseau, 1989），這不僅有助於實

現組織的整體目標，亦能支持員工的個人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員工更樂於主動改善

相關工作事務，並與組織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繫。 



Mitchell 等人（2001） 指出，工作鑲嵌是一種整合性的網路系統，將員工與組織內

部的資源、關係和環境緊密相連。當這一網路的連接性越強、密度越高時，員工更傾向

於維護這種不可分割的關係，因而降低離職意願。根據 Kosiorek and Szczepańska（2016）

認為，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對員工的影響因組織的結構、文化與人力資本的特性而異，必

須從組織結構與個體層面來探討如何有效強化這些管理措施。在工作鑲嵌的三個核心因

素中，「連結」代表員工與組織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人際互動，經由加強這些聯繫可以鞏

固與組織的關係；「適配」則指員工與組織文化、價值觀和目標的一致性，增強這種適配

性有助於員工更融入組織環境；而「犧牲」則是員工在離職時所面臨的物質成本或心理

機會成本的考量，這些潛在的損失常讓員工反覆權衡離職的後果，從而影響其決策。 

研究顯示，關鍵員工的離職可能對組織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帶走工作環境中的學習

典範及正向氛圍，甚至可能引發其他成員的離職潮，進一步降低組織效能。Wrzesniewski 

and Dutton（2001）提出，鞏固員工留任意願的關鍵在於提升組織內部對工作的相互依賴

性。同時，Berg 等人（2010）認為，透過明確組織成員的期望並強化內部溝通，可營造

良好的工作氛圍。這些因素能顯著提高員工的工作鑲嵌程度，並與員工的主動性、工作

滿意度呈現正向關係（Zhang et al., 2021），進一步影響其後續的工作績效（Sun et al., 

2012）。 

Karatepe and Vatankhah（2014）的研究發現，工作鑲嵌對高績效工作措施（High 

Performance Work Practices, HPWPs）、創造性績效（Creative Performance, CP）以及角色

外顧客服務（Extra-Role Customer Service, ERCS）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果。透過組織社會

化策略的運用，可以有效強化成員對組織工作鑲嵌的感受（Allen, 2006）。特別是當員工

與組織網絡實現深層聚合後，他們對組織的支持感與工作鑲嵌程度會明顯增強，進而減

少離職意願（Allen and Shanock, 2013）。工作鑲嵌主要由情感性因素構成，在個人層面，

擁有較高核心自我評價的員工更容易形成強烈的工作鑲嵌（Oyler, 2007）。鑲嵌的效果使

員工對組織產生心理依賴，並持續留在組織中，相較於工作滿意度和組織承諾，工作鑲

嵌對於預測員工主動離職行為的效果更為顯著（Crossley et al., 2007; Mitchell et al., 

2001）。從組織層面來看，個體在組織中的職業發展階段會隨著時間推進而影響其鑲嵌

程度，這受到組織社會化、培訓活動以及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作用所影響（Ng and 

Feldman, 2007）。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組織層面，對工作環境的依戀會隨時間逐漸加

深，這種依戀促使員工更融入於各種約束、凝聚力和關係發展中。他們在當前工作環境

中的適應性也隨之提高，不僅降低了對組織的極度不滿，還促進個體與組織間的契合與

鑲嵌，從而減少離職的可能性（Mitchell and Lee, 2001; Mitchell et al., 2001; Lee et al., 

2014）。 

組織中實施的管理措施會對員工的工作鑲嵌效果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人力資源

管理措施是根據組織策略進行制定的，其透過交易型與關係型義務的規範，影響員工的

認知態度、對組織的忠誠度、角色定位與組織的連結程度（Vuong and Suntrayuth, 2020），

這些措施的目標是實現員工與組織的高度契合，並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關鍵。目前，

軍事單位已採用部分規範性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來促進工作鑲嵌，其中包括以「獎勵獎

酬」透過交易與關係的方式來激勵部屬；運用「訓練發展」對部屬的職業生涯和技能進



行規劃，增強個人能力與自信心；以及以「主管績效與績效管理」作為關係建立的評估

依據。這些措施不僅透過員工的工作鑲嵌程度，解釋其對工作主動性與組織回饋的效果，

還幫助深入了解員工的內在工作意願與價值觀，進而成為預測員工態度與表現的重要依

據（Zhao et al., 2013）。綜上所述，根據研究結果可以推斷，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能對員工

的工作鑲嵌程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從而促進組織與員工的雙向發展。據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設：  

H1: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部屬工作鑲嵌具有正向關係。 

2.3 責任感的影響 

過去的研究顯示，責任感是員工對工作認同的重要認知與態度之一。這種認知反映

了個體對他人及工作的負責態度，以及能否在工作中協助他人的主觀感受（Pearce and 

Gregersen, 1991）。然而，有關責任感及其前因的研究相對有限，但 Hoobler and Hu（2013） 

的研究表明，正向的領導措施能幫助員工建立積極的工作態度。不同的領導風格與學習

環境，以及組織內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對於員工的責任感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Eva 

et al., 2020; Gok et al., 2023; Moss et al., 2020）。在組織的管理制度與結構中，薪資與獎酬

的激勵、培訓以及績效評估等措施，傳遞了組織對員工心理契約的承諾（Rousseau and 

Greller, 1994），基於互惠原則，這些措施促成了員工與組織間的心理契約（Rousseau, 

1989），心理契約透過自我約束進一步提升了員工對工作與組織的責任感，並對員工福

利及組織效能產生正向的影響（Sun et al., 2007），這種提升有助於增進員工的工作投入

與忠誠度，使他們更能履行對組織的承諾（Rousseau and Parks, 1993）。此外，基於過去

的經驗與社會規範，組織可在管理措施制度中明確為員工提供職業發展的機會。透過滿

足員工的期待心理，組織能強化員工對未來的希望與信念，激發其承擔更高責任的意願，

從而深遠影響員工的價值觀與組織文化。這種影響不僅確保員工積極參與組織的目標與

義務，也成為組織成功與長期穩定的關鍵因素。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涵蓋組織內部的各項政策與活動，包括人事與獎勵政策、培訓規

劃以及人際互動等方面，其核心在於提供技能、資訊和動機之間的協同依賴性（Gardner 

et al., 2011; Guthrie, 2001; Jiang et al., 2012; Kehoe and Wright, 2013; Lepak et al., 2006; 

Subramony, 2009），經由制度化規範，人力資源管理能有效培養員工的責任感，增強其

工作自主性，並透過「做中學」的過程激發工作積極性，進一步改善員工的日常工作習

慣與行為模式（Messersmith et al., 2011; Van De Voorde and Beijer, 2015），這一過程同時

強化了員工承擔責任的主觀意識（Hackman and Oldham, 1976; Pearce and Gregersen, 

1991）。此外，透過學習與實踐，員工可以培養高度核心自我評價，並建立與組織間深厚

的工作鑲嵌關係（Oyler, 2007），這種鑲嵌效果基於組織與工作責任的相依性，能顯著提

升員工的心理資本與工作績效（Sun et al., 2012），同時促進其工作行為、績效及後續的

行動表現。綜上所述，個體的責任感在工作中扮演著重要且正向的角色，是一種具有成

就感與目標導向特質的正向工作態度（Barrick and Mount, 1991）。在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的規範下，這種目標導向的努力不僅能激發員工應對任務環境時的態度、想法與心理狀

態，還能幫助個體維護組織系統的穩定性，並推動組織的進一步改進。因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設： 

H2: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具有正向關係。 

Hackman and Oldham (1980）將責任感定義為員工對工作事項及成果負責的程度。

Farh et al.（1990）提出，高責任感的員工通常更重視工作，並能將內在動機與工作投入

緊密結合（Fuller et al., 2006），當個人的價值觀與組織目標一致時，更能創造出卓越的

工作績效。Boxall and Macky（2009）的研究顯示，透過員工的工作參與及選擇態度，可

以觀察到管理措施對心理認知及責任感的提升，儘管此過程也可能導致員工感到疲乏。

然而，若透過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激勵，將責任視為挑戰性的壓力來源，並結合個體對

未來職業憧憬與展望，可以幫助員工形成正向情緒，促進對工作的認同與重視，增強成

就動機，並進一步強化組織與員工間的連結、適配與奉獻等回饋行為（Moss et al., 2020）。

這種方式能有效減緩疲乏感，並建立起韌性強大的責任感，使員工更願承擔重要職責。

具備高工作責任感的員工，能顯著提升其在行為層面對組織承諾的正向影響（Fletcher 

and Williams, 1996; Paul and Anantharaman, 2003），同時保持穩定的績效水準（Noe et al., 

2016）。然而，責任感最大的挑戰在於個體是否能持續並堅定地勇於負責。透過人力資源

管理活動，例如能力培養、工作態度塑造及績效改善，組織能有效支持員工（黃家齊, 

2002）。這必須取決於個體的認知狀態，當員工感受到組織公平時，他們會基於互惠原則

回報組織。此外，當組織滿足成員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時，員工會更加認同領導成員交

換關係的互惠關係，進而在工作責任上展現更加正向的行為表現（Vuong, 2022）。換言

之，當員工受到主管的認可與支持，透過互動建立親切的互惠關係（Deluga, 1994），員

工更容易獲得額外資源，同時也可能增強回饋主管的義務感（Blau, 1964; Uhl-Bien et al., 

2000），這種關係能促使員工展現出更積極、正向的工作態度（Harris et al., 1954）。 

責任感的建立需要透過漸進的方式逐步強化。當員工更加投入並專注於工作時，他

們會擁有更大的動力完成任務，展現對工作的熱情與效率，並在工作中獲得更多的成就

感與滿足感。這種成就與滿足感進一步促進了部屬與內部成員間的事務與關係連結。當

組織成員受到組織社會化的影響時，他們能更清楚地理解自身角色定位，並藉由與組織

成員的互動與認知建立連結（Pearce and Gregersen, 1991），進而增強對工作責任、義務

與承擔的意識（Graen and Uhl-Bien, 1995），當這種連結程度越高時，部屬便越不可能

輕易捨棄已建立的關係（Mitchell et al., 2001）。相對地，如果成員缺乏責任感，將對個

人及組織的績效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基於上述研究推論，激發員工的責任感可提升其對

工作與組織的承諾，從而強化工作鑲嵌，這對於確保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長期成功以及

員工的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可以推斷責任感可能在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對

員工工作鑲嵌之間發揮中介作用。綜合上述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責任感會中介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工作鑲嵌之間的關係。 

2.4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的調節式中介效果 

領導者與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能有效激發員工對責任、義務與承擔的認知（Graen 

and Uhl-Bien, 1995），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透過制度規範與社會關係的雙重途徑，共同促

進員工績效的提升。從過去以「人事考核」為主的模式，逐步轉變為「員工能力開發」



的方式，這其中強調員工與組織之間交換關係的定位及交換類型（Blau, 1964），透過制

度激勵與雙方未來義務的建立，這些措施有助於強化部屬的認同感、能力及遵守工作規

範的行為（Sun et al., 2007），這不僅提升了員工個人績效，還賦予其更大的自主權，使

組織管理能夠發揮更高效能。同時，也幫助員工理解並遵循組織的程序正義（Cropanzano 

et al., 2001）。Hackman and Oldham（1975）在其工作特性模型中提出的「經驗責任」，強

調了「個人對自己工作結果感到一種義務，並對該結果負責的程度」。這一概念體現了個

體心理狀態與認知標準之間的對比與交換關係（Blau, 1964），這種基於關係與情感的上

下級互動（Jacobs, 1979），對相互對待與情感互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即領導者透過不同

部屬或他人建立的成對關係來激發動機感受（Graen and Uhi-Bien, 1995; Pearce and 

Gregersen, 1991）。 

Blau（1964）將交換理論劃分為兩種形式：經濟性交換與社會性交換。經濟性交換

著重於正式雇用下的行為激勵，類似於具有合約規範特性的交易型契約，透過物質性報

酬作為交換行為的基礎，從而產生特定的義務，這與組織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規範發展

相契合。而社會性交換則側重於雙方之間未明確規定的未來義務，強調維繫長期關係的

動機。這種交換形式與關係型心理契約中以情感為主的交換機制相似，並可能延伸至非

工作領域的互動（Barnard, 1968; Dansereau et al., 1975; March and Simon, 1993），意在透

過長期且廣泛的義務關係來獲取回報（Rousseau and Parks, 1993）。上述兩種交換形式奠

定了領導者與組織成員間的社會交換基礎，使上下級關係能夠基於共同目標、互惠、信

任與尊重（Gouldner,1960; Graen and Uhl-Bien, 1995），透過規範化的交易行為及對關係

維持的認知，不僅可以建立雇用協定內的關係，還能發展超越雇用契約範疇的互動，有

助於提升組織成員在工作中的責任感。 

從部屬的觀點看，主管對於「圈內人」通常展現出更高的信任、支持、互動及獎勵。

「圈內人」更願意承擔工作職責，投入更多精力，以實現內在動機與獲得工作滿足感；

相對地，「圈外人」則表現出相反的情況（Wayne et al., 1997），當主管與部屬間的交換品

質發生顯著差異時，可能改變「圈內人」與「圈外人」的關係發展，進而產生不同的責

任與壓力承擔（Dienesch and Liden, 1986）。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高度領導成員交換

關係的員工更容易與主管進行溝通與資訊交換，並期待獲得支持與資源。在這種信任基

礎上，員工更傾向主動承擔責任，甚至超越工作規範行為，以回饋主管（Zalesny and Graen, 

1987）；相比之下，低度 LMX 關係的上下級之間資源與支持交換較少，交流機會有限，

導致員工獲得的支持與資訊也減少（Kacmar et al., 2003; Urbach and Fay, 2021），進一步

降低工作規範行為的角色認知與交換動機。因此，本研究推測 LMX 可能在人力資源管

理措施、部屬責任感與工作鑲嵌之間發揮中介作用。換言之，高度 LMX 能夠促進人力

資源管理措施對部屬責任感的建立，並進一步增強部屬與工作鑲嵌之間的正向關係。基

於以上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領導成員交換關係會調節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透過部屬責任感而影響工作鑲嵌的中介

效果；亦即，當領導成員交換關係越高時，越會增強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透過部屬責

任感而影響工作鑲嵌的中介效果。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圖 1：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樣本與問卷發放程序 

本研究旨在探討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是否透過員工的責任感影響其工作鑲嵌，並檢驗 

LMX 是否在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員工責任感之間發揮調節作用。研究中採用國內外學

者成熟的測量量表，並經由配對問卷調查法及立意抽樣進行資料蒐集，結合年度巡迴訪

談，針對完成深造教育後返回單位服務的學員及其主管，收集相關單位的數據。具體而

言，蒐集的變數包括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主管問卷）、責任感、LMX 與工作鑲嵌（部屬

問卷）。在資料蒐集過程中，首先於年度單位訪談之前，透過電話聯繫單位業務負責人，

確認符合研究條件的對象並掌握實際人數。在訪談中，向研究對象分發問卷與密封信封，

並告知填寫者匿名處理方式，以減輕其顧慮。問卷完成後，受試者需將密封問卷交還研

究者，以進行後續資料分析。為確保資料回收的準確性，問卷及信封均附編號，以便控

制回收單位與配對情況。同時，為提高問卷回收率，完整填寫問卷的參與者將獲得一份

紀念品。 

本研究共涉及來自 76 個單位的 309 名成員參與問卷填寫。為提升資料蒐集與分析

的準確性，經詳實檢視回收問卷內容，剔除遺漏值及無效數據後，最終獲得 278 份有效

樣本，有效回收率達 89.9%。根據有效問卷的基本資料，參與者的年齡分佈主要集中於 

30-44 歲之間，其中 34 歲佔比最高（17.3%），其次為 35 歲（12.2%）與 36 歲（12.2%）。

在性別分佈方面，男性佔 85.6%，女性佔 14.4%。教育程度方面，大學學歷者佔 74.3%，

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佔 24.1%。 

3.3 研究工具 

3.3.1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為符合樣本來源及工作特性，本研究參考鍾娉華（2006）修改自黃家齊（2002）的

人力資源管理活動量表，考量軍事單位強調的薪資報酬激勵方式、訓練發展及主管績效

考核方法結合王曉琪（2020）所發展之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量表為衡量工具，此外，由於

軍事單位主管較清楚單位的各種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做法，因此依研究對象角色予以修改

成主管施測量表，其中區分薪資報酬、訓練發展及績效管理三個構面，其中「薪資報酬」

4 題，題項如：「單位成員的工作表現會影響獎勵的高低」、「部屬的工作表現、獎勵及升



遷密切相關」；「訓練發展」4 題，題項如：「部屬有深造、進修及專長訓練等機會去提升

其工作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單位的訓練課程能提供給部屬實際工作相關的訓練」；「績

效管理」4 題，題項如：「我對部屬的工作能給予清楚的指導與意見回饋」、「我給予部屬

的工作評價，能公平地反映出部屬的工作表現」等，本研究量表共 12 題，藉以測量組

織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本研究問卷以 Likert 七點量表，請單位主管就「在工作場域」進

行評估（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本量表測量之 Cronbach’s α 值為.89。 

3.3.2 責任感 

本研究參考 Hannah et al.（2014）所發展之責任感量表為衡量工具，其中區分單位

向心、任務導向及規範要求三個構面，為瞭解單位成員實際的心理感受，因此依研究對

象角色予以修改成部屬施測量表，由單位成員進行問卷施測，其中「單位向心」4 題，

題項如：「我會盡我所能支持我這個單位」、「我會忠於我的主管和團隊」；「任務導向」4

題，題項如：「我為了能實踐任務或單位的目標而做出犧牲」、「我會盡一切努力不讓任務

失敗」；「規範要求」4 題，題項如：「我對工作能做出正確決斷」、「我不能接受不光彩的

事」等，本研究量表共 12 題，藉以測量個人責任感的程度。本研究問卷以 Likert 七點

量表，請單位成員自我評估對於工作認知的心理程度（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本量表測量之 Cronbach’s α 值為.838。 

3.3.3 工作鑲嵌 

本研究參考 Crossley et al.（2007）所發展之工作鑲嵌量表為衡量工具，為瞭解單位

成員實際的心理感受，因此依研究對象角色予以修改成部屬施測量表，由單位成員進行

問卷施測。其中問卷題項如：「離開這個單位對我來說很困難」、「我被這個單位深深吸引

以至於離不開」等，本研究量表共 7 題，藉以量測單位成員工作鑲嵌的程度。本研究問

卷以 Likert 七點量表，請單位成員自我評估在服務單位個人感受到前述心情的程度（1=

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本量表測量之 Cronbach’s α 值為.689。 

3.3.4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 

本研究參考 Graen and Uhl-Bien（1995）所發展之領導成員交換關係量表為衡量工

具，為瞭解單位成員與單位主管間的實際感受，因此依研究對象角色予以修改成部屬施

測量表，由單位成員進行問卷施測。其中問卷題項如：「我認為我與的直屬主管間有良好

的關係」、「我認為直屬主管可以瞭解我工作上的問題與需求」等，本研究量表共 7 題，

藉以量測單位內領導成員交換關係的程度。本研究問卷以 Likert 七點量表，請單位成員

自我評估與直屬主管的關係狀況（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本量表測量之

Cronbach’s α 值為.852。 

3.3.5 控制變數 

過去的研究顯示人口統計變項會影響員工後續工作行為（Griffeth et al., 2000），其

中部屬不同性別對於領導成員交換關係有部分影響（Dust et al., 2021），而就年齡與性別

組合，亦對其工作環境的知覺造成影響（Wang et al., 2011；Yang et al., 2019），部屬的教

育程度與績效方面會產生部分影響（Mobley, 1982），也對於工作鑲嵌有影響（Yang et al., 

2019）。據此，本研究為排除潛在因素對研究變項等研究變數的影響，將控制變數同步進

行蒐集，並在分析時進行控制，以排除這些控制變數對分析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年



齡、性別及教育程度等因素做為控制變數，以排除控制變項對各研究變數產生潛在的影

響。 

3.3.6 共同方法變異 

Campbell and Fiske（1959）發現測量工具所導致的誤差會產生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使分析與實際解釋上產生影響。國內學者彭台光等

（2006）學者認為當單一問卷由同一群受試者填答時，可能導致結果呈現構念間相關性

膨脹，影響欲檢驗的假設成立或拒絕，此為同源誤差（Same-Source Bias）之現象。由於

本研究問卷均由組織中成員進行作答，為避免由同源誤差產生之「共同方法變異」所可

能產生的不當膨脹或影響，首先在問卷編製的時候，採用配對問卷方式，分別由成員及

其主管填答，其中問卷編製的事前處理部分，本研究採用三項措施來因應事先預防，其

一運用受訪者資料隱匿法，問卷以不記名方式，讓受試者放心作答，以降低資料分析偏

誤，回收時再以編碼紀錄，以利日後查對。其次，透過題意隱匿法，將問卷內容以簡要

字句表達量測題項而不顯示研究目的及變項名稱。第三，運用反向題設計法，將問卷題

項中安排反向題項（Reversed Items），藉以偵測受測者填答專心情況，同時亦可降低受

測者一致性的回答。另外，在事後分析部分，採用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Harman’s one-

factor test），將本研究蒐集的資料進行確認性因素分析，檢定所有題項在未轉軸情況下，

所萃取第一綜合因子檢定是否同時解釋自變項及依變項，若某一因素對所有的變數能解

釋 50%以上之變異量，就有嚴重的共同方法變異（Podsakoff et al., 2003），以判定 CMV

影響之高低程度。 

3.4 資料分析方式 

首先，本研究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檢視各變

項題項在未轉軸下解釋變異量是否具有嚴重 CMV 問題、理論模式適配性及因素結構是

否達到預期。接續運用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作為直接、間接與調節效果分析

工具，其中調節效果部分，為避免變項間的相關性有共線性問題，先將自變項及調節變

項予以標準化（Aiken and West, 1991），再製作交互作用項及交互作用圖檢視調節效果。

最後，檢驗調節式中介部分，運用 Hayes（2017）的 PROCESS 的分析方法（model 7）

檢視調節變項在高、低一個標準差時，自變項經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的間接效果，以及

Bootstrap 5000 次所得的 95%信賴區間未包含 0 的情況下，檢視本研究在高、低團隊成

員交換關係的條件下間接效果的顯著性，以得到更精確的估計效果。 

四、研究結果 

4.1 各變數間之敘述統計與相關係數 

本研究為了解各變數統計與相關係數間的關係以及是否有嚴重的CMV問題。首先，

本研究實施驗證性因素分析（CFA）將研究所有題項尚未轉軸狀況下 Kaiser-Meyer-Olkin

（KMO）=0.90＞0.7（Kaiser, 1974），且經 Bartlett 球型檢定 χ2=5562.5（df = 703，p＜.01）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適合實施因素分析。接續實施因素分析，在第一個因素之解釋變異

量為 30.51%，小於 50%，數值顯示沒有嚴重的 CMV 問題。 

另外，在本研究各變項衡量題項利用 Cronbach’s α 進行分析，其中人力資源管理措

施、LMX 及責任感等變項 Cronbach’s α 數值都大於.8，表示具有高信度。在工作鑲嵌變

項 Cronbach’s α 數值較低（.689），然仍大於.6，尚屬可接受信度範圍（Nunnally, 1978），



在上述各構面的結果顯示各因素具有一致性。在控制變項中，性別與教育程度呈現顯著

正相關（γ=.213，p＜.01）；年齡與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呈現顯著負相關（γ=-.128，p＜.05）。

就人力資源管理措施、LMX、責任感及工作鑲嵌衡量變項方面，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

LMX、責任感、工作鑲嵌分別呈現正相關（γ=.757，p＜.01；γ=.430，p＜.01；γ=.462，

p＜.01）；LMX 與責任感、工作鑲嵌分別呈現正相關（γ=.498，p＜.01；γ=.450，p＜.01）；

責任感與工作鑲嵌呈現正相關（γ=.348，p＜.01）。因此，由上述相關係數分析顯示，本

研究於驗證各研究變項間的關係，引用上述控制變項是合理可行的。 

 

表1 各變項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分析 

 M SD 1 2 3 4 5 6 7 

1. 年齡 35.17 4.40        

2. 性別 1.14 0.35 .070       

3. 教育程度 2.24 0.50 .071 .213**      

4.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5.16 0.84 -.128* -.016 -.090 (.89)    

5.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LMX) 5.22 0.86 -.045 .033 -.027 .757** (.852)   

6. 責任感 5.86 0.53 -.058 -.070 -.059 .430** .498** (.838)  

7. 工作鑲嵌 4.52 0.79 .001 -.008 -.069 .462** .450** .348** (.689) 

1.N=278  2. *p <.05 **p <.01 

 

4.2 假設檢定 

本研究採階層迴歸分析，Baron and Kenny（1986）對中介效果檢驗的建議條件，首

先檢驗責任感的中介效果，同時檢視部隊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對部屬責任感的影響效果，

以及 LMX 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間的調節效果，在檢驗調節變項時，為避免交

互作用而產生的多元共線性問題（Aiken and West, 1991；Cohen and Cohen, 1983），在各

迴歸模式中取自變項與調節變項之平均數相乘積作為交互作用項（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LMX），以避免造成上述問題。 

4.2.1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責任感與工作鑲嵌的關係 

為檢驗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責任感與工作鑲嵌的關係。首先在模式 1 與模式 4 中放

入控制變數，並在模式 2、模式 5 與模式 6 加入自變數的主效果。其中，由表 2 模式 2

與 5 可知，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工作鑲嵌皆呈現顯著正向關係（β=.43 與.47, all 

ps <.01），與假設 1、2 獲得支持。 

依 Baron and Kenny（1986）的觀點，本研究以階層迴歸檢驗中介效果，檢驗人力資

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對依變項（工作鑲嵌）的效果，檢驗結果如表 2 所示。依檢驗結果

所示，模式 5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對工作鑲嵌呈現正向相關（β=.47，p <.01），當加入責任

感之中介變項後，從模式 5（β=.47, p <.01）至模式 6（β=.38, p <.01）的迴歸係數成顯著

調降，且責任感對工作鑲嵌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β=.19, p <.05），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

預測效果仍呈現顯著，此顯示責任感在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工作鑲嵌之間有部分中介效

果。經實證結果可知，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工作鑲嵌間的正向關係，會受到責任感之中



介變項產生部分的影響。換言之，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對工作鑲嵌有正向關係影響，部屬

的責任感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工作鑲嵌間具有部分中介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 3，

結果獲得支持。 

表 2 各變項之迴歸分析 

模式 
責任感  工作鑲嵌 

M1 M2 M3  M4 M5 M6 

控制變項        

年齡 -.05 -.00 -.00  .01 .06 .07 

性別 -.05 -.05 -.05  -.01 -.01 .01 

教育程度 -.05 -.01 -.03  -.07 -.03 -.03 

自變項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43** .16*   .47** .38** 

責任感       .19* 

調節變項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   .50**     

交互作用項        

人力資源管理措施*LMX   .28**     

R2 .01 .22 .32  .01 .25 .25 

△R2  .21 .31   .24 .24 

F 值 .62** 15.31** 42.57**  .62** 14.92** 17.69** 

自由度 4,273 5,272 3,274  4,273 6,271 5,272 
*p <.05 **p <.01        

 

4.2.2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LMX）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的調節效果 

為檢視 LMX 與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的調節效果，本研究在模式 3 納入對應

的交互作用項，藉以檢視影響效果。由表 2 中模式 3 可知，LMX 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與責任感的關係，呈現顯著的調節效果（β=.28, p<.01）。進一步為釐清調節效果的型態，

更參考 Aiken and West（1991）建議繪製調節效果圖，以檢視 LMX 高/低（加、減一個

標準差）的情況下，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關係如何改變，以確認調節效果是否符

合研究假設。由圖 1 可知，高 LMX 的成員感受到工作環境具有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時，

將會顯著提升個人責任感（simple slope=.18, p<.05），在低 LMX 斜率較高 LMX 為弱

（simple slope=.09, p<.05）。整體而言，此交互作用的效果與本研究預期一致，因此，假

設 4 獲得支持。 

最後，進行條件式責任感對工作鑲嵌的間接效果是否會受到 LMX 的高低有不同的

影響，以利研判本研究調節式中介效果之架構。因此，本研究依 Preacher 等人（2007）

方法進行分析，檢視調節變項在加、減一個標準差（+-1SD）時，LMX 的條件式間接效

果的估計值、標準誤及顯著性。接續，運用延伸 Hayes（2017）的 PROCESS 的分析方

法（model 7），進行更具彈性且多樣性的 PROCESS 調節式中介檢定。其中，表 3 列出

調節變項在高、低一個標準差時，自變項經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的間接效果，以及 Bootstrap 

5000 次所得的 95%信賴區間未包含 0，表示在高、低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條件下間接效

果呈顯著。結果顯示，在調節式中介效果方面，由表 3 條件式中介效果結果得知間接效

果在高度 LMX 達到顯著水準（effect = .059, Boot SE = .026, 95% Boot CI = [.019, .120]），



而低度 LMX 則未達顯著水準（effect = -.001, Boot SE = .021, 95% Boot CI = [-.042, .045]）。

Hayes（2017）提出調節式中介指標檢驗（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因此，進一步

查看調節式中介指標及信賴區間（ Index = .035, Boot SE = .013, 95% Boot CI = 

[.013, .062]），亦達顯著水準，顯示的確存在調節式中介效果，組間差異分析結果顯示高

低 LMX 之條件式間接效果達到顯著差異（△effect = .06, Boot SE = .005, 95% Boot CI = 

[.061, .075]），因此假設 4 成立。亦即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透過責任感對工作鑲嵌的間接效

果，會因為 LMX 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當 LMX 高時，部屬會感受到人力資源管理措

施透過責任感對工作鑲嵌的間接效果顯著；當 LMX 低時，部屬感受到人力資源管理措

施透過責任感對工作鑲嵌的間接效果較弱。由此可知，高度 LMX 比低度 LMX 時，部

屬感受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透過責任感對工作鑲嵌的間接效果之影響將較強。 

 

圖 2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責任感關係的調節效果 

表 3 調節式中介效果驗證 

自變項：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依變項：工作鑲嵌 

調節變項  條件式間接效果 SE 
95% 信賴區間 

[LL, UL]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

(LMX) 

-1SD(4.36) -.001 .021 [-.042, .045] 

Mean(5.22) .029 .021 [-.003, .079] 

+1SD(6.08) .059 .026 [.019, .120] 

調節式中介指標 

責任感 
Index .035 .013 [.013, .062] 

1.表中所示為非標準化迴歸係數(標準差)。 

2.拔靴法為 95%偏誤校正信賴區間；拔靴樣本數= 5000；CI =信賴區間；LL =下限；UL =上限。 

3.Index =調節式中介效果檢驗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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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發現與理論意涵 

社會交換理論強調組織成員之間的關係交換過程，領導者與成員關係的品質將直接

影響組織成員所承擔的特定責任與義務（Blau, 1964）。在此交換關係中，施惠者通常期

待受惠者在未來能以回饋行為予以回應（Blau, 1964; Gouldner, 1960），當組織內領導者

與被領導者之間建立起緊密且良好的交換關係時，部屬將更強烈地感受到內部團隊的認

同感。這種認同從個體層面的認知與價值一致，延伸至團隊的共同信念，進而增強員工

對工作的責任感。他們不僅關注組織對自身貢獻的評價，還在意個人的幸福感

（Eisenberger et al., 1986），並因此更能體驗到來自社會與組織的支持感（Wayne et al., 

1997）。研究指出，個體對領導成員交換關係變化的感知將對其行為產生影響（Kuvaas, 

2008），當部屬認識到交換關係的價值，並期望維繫長期社會交換關係時，他們通常會透

過互惠模式來維持交換平衡（Blau, 1964; Rousseau, 1989），這種互惠原則不僅促進心理

契約的建立，進一步強化員工的責任感，還對組織內的人際互動與行為起到主導作用

（Colquitt and Rodell, 2011）。因此，藉由員工對組織支持與組織承諾的心理認知，他們

能與組織內的關鍵人物、資源及環境建立緊密聯繫，形成一種防止離職的強大力量

（Mitchell et al., 2001）。這樣的連結不僅維持了組織穩定，也促進了員工對組織的長期

承諾與貢獻。 

5.2 管理實務意涵 

5.2.1 完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Caringal-Go and Hechanova（2018）的研究強調，滿足員工的內在需求對於其留任意

願與工作努力至關重要。這些內在需求包括讓員工在心理層面上更深刻地認同自身的工

作、認同組織目標，並主動承擔工作責任，而不受外部環境因素的干擾。當員工的內在

需求得以滿足時，他們將更有動力在工作中投入努力，並努力追求更優秀的工作績效。

尤其是透過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包括獎勵計劃、培訓發展以及主管的績效管理等，

員工可感受到充分的「內在報酬」，這將促使他們逐步實現理想與抱負。此類措施能幫助

員工展現個人才能，獲得持續學習與培訓的機會，從而實現成就感的期待。在這一背景

下，對於非營利組織，例如軍隊、公部門等，重視員工的教育與培訓更是至關重要。反

之，若組織或管理者無法滿足員工的內在需求，或未能支持他們實現個人及職業目標，

則可能面臨人才流失與能力缺口的問題。這將直接影響組織效能的穩定性，並帶來員工

知識積累與分享不足的挑戰，進一步成為組織不可忽視的沉默成本。因此，組織應重點

關注如何滿足員工的內在需求。藉由提供完善的培訓機會、明確的晉升通道、合理的獎

勵計劃，以及培養支持員工成長與發展的管理文化，組織可以顯著提升員工的滿意度與

工作績效，從而實現組織效能的提升。 

5.2.2 改善領導者與部屬間的關係認知 

從領導成員交換關係的角度來看，組織內部常存在「內團體」與「外團體」之間的

差異。然而，不論屬於內部或外部團體，組織中的各項活動都涉及不同需求的社會交換。

個體基於責任感履行特定義務與責任的同時，組織也期待員工以回應行為作為交換的一

部分（Blau, 1964）。對員工而言，他們關注組織如何評價其貢獻，以及是否關心其幸福



感（Eisenberger et al., 1986），而這些感受在員工行為與組織認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主管的視角來看，對「內團體」成員的精心挑選及有效運用其主從關係，能顯著

促進核心人才的長期留任效果。對於「外團體」成員，則需要透過績效管理評估是否存

在潛在的負面情緒，同時運用心理層面的認知方法來謹慎分配資源，確保組織內公平、

公正與公開的原則得以維護。這不僅有助於強化團隊的凝聚力與士氣，還能營造和諧的

團隊氛圍，從而提升組織效能。 

從部屬的觀點來看，與主管建立良好關係不僅有助於獲取額外資源，還能增強其對

組織的承諾。部屬應將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視為個人職涯規劃的有效途徑，而非淪為阿諛

奉承的印象管理行為。此外，建立在信任與透明基礎上的關係，能幫助員工更好地協調

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從而實現雙贏。 

因此，基於雙方互動的關係，領導者須著重建立信任基礎。透過明確的溝通與及時

的反饋，增強內外團體成員的信任感，尤為重要，特別是在資源有限的情境下。應強化

雙向互動，創造更多合作與參與的機會，使外團體成員感受到被重視，從而縮小內外團

體間的心理落差。此外，組織需制定長期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發展規劃，設計清晰的職

涯發展路徑，幫助部屬認識自身的價值，並理解未來的成長空間。此舉將有效提高員工

的整體工作積極性，促進其在組織中的投入與發展。總體而言，LMX 理論強調領導者

與團隊成員之間的交換關係在提升組織效能與員工滿意度方面具有關鍵意義。為實現組

織的長期成功，領導者應平衡內部與外部團隊之間的關係，確保資源分配合理並創造公

平的工作環境。 

5.2.3 明定業務範疇，建立責任概念 

Hackman and Oldham（1975） 提出的工作設計理論強調，工作的潛在激勵來源於員

工對工作本身的認知。當員工意識到工作具有激勵特性時，他們會展現出更高的動機與

滿足感，並表現出卓越的工作績效。當員工的價值觀認知到工作對其具有意義時，這種

意識將驅使他們更加努力地完成任務。同時，工作明確性與責任感使員工意識到自己在

組織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並認識到工作的重要性，從而對其任務績效產生正

向影響。此外，主管在上下級互動中的績效管理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透過公平性

原則指導的績效管理，主管能夠與部屬建立基於尊重與追隨的關係，進一步加強員工對

工作責任的認知。在這種公平的交換關係下，員工往往會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隨著

員工對工作的承諾不斷增強，工作鑲嵌的意願也會隨之提升，最終促進個體工作績效與

團隊效能的全面提高。當員工感知到工作對其個人而言具有意義時，他們將展現出更高

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促進了工作鑲嵌與績效的提升，而這一切的實現離不開組織與管

理者在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上的努力。例如，提供員工技能提升機會、增強其自信心以及

滿足其內在需求和滿意感，不僅實現了個人發展，還為組織創造了價值，從而形成雙贏

的局面。 

因此，組織應採取以下策略來優化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一、明確業務範疇與目標：

組織需為員工設計清晰的職責說明與業務範疇，幫助每位員工明確自身的角色定位，並

理解其工作與整體目標之間的關聯性。這種明確性能提升員工對自身工作的意識，從而

更高效地完成任務。二、建立責任概念：藉由系統性的培訓與清晰的溝通，強化員工對

責任重要性的理解，幫助他們認識承擔責任的價值及其對組織的影響。這樣的培養能促



進員工主動承擔責任，提升其對工作的投入感。三、強化績效回饋機制：定期進行績效

回饋，幫助員工清楚了解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組織的運行與目標實現。同時，透過回饋

增強員工的責任感與歸屬感，推動其在工作中持續進步。四、提供成長與支持資源：組

織應規劃全面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包括合理的資源分配和教育培訓機會，協助員工實

現專業成長。同時，營造支持性工作環境，使員工感受到組織的關懷與投入，進一步增

強他們對組織的投入感與滿足感。  

六、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由於本研究樣本僅包括臺灣陸軍軍事單位的人員，限制了研究結果在其他產業的適

用性，亦可能存在一定的侷限性。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大樣本範圍，包括各個產業、公司

或企業的員工，以驗證研究結果的一般性。在過去的文獻中，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被視爲

一個系統性的概念，包括招募、選拔、培訓、教育、轉職和保留等各種措施影響的範圍

較廣，然本研究受到軍中工作環境和數據蒐集方面的限制，無法充分覆蓋所有方面。因

此，研究主要集中在薪酬（獎勵獎酬）、培訓發展（未來職業發展規劃）與主管績效管理

（主管的管理企圖心）這三個方面來探討相關影響。未來，如果時間與成本允許，可以

將更多系統性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納入研究。另外，根據前述的描述性統計，不難發現

本研究在背景變數上可能存在些許差異，如軍種、任官來源與部隊類型等。未來的研究

可以有針對性的蒐集特定背景差異的數據，以便更好的比較個體內在心理授權與工作表

現之間的關聯。此外，本研究在資料蒐集雖採用配對問卷調查方式，然人力資源管理措

施、責任感、工作鑲嵌與 LMX 皆為同一時間填寫，可能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不易釐清，

且單一時間點蒐集方式較不易掌握樣本心理層面的變化，雖可以降低 CMV 之疑慮，但

為避免導致資料蒐集的 CMV 造成資料膨脹（inflation），或相關構念的縮減（deflation）

（Cote and Buckley, 1988; Williams and Brown, 1994），可能造成統計推論錯誤，由於本

問卷主要以自陳方式進行個體層次資料蒐集，並未有總體層次資料的蒐集與聚集，也未

探討到部屬個體心理因素及組織層面的相關巢套關係，在這方面的研究方式將可與未來

研究方向進行個體層次及總體層次，運用 Mplus、HLM 等統計軟體再深入研究，故建議

後續研究可採多層級分析方法分析，豐富本研究的整體知識架構。 

七、國防領域之應用 

在人力資源管理的應用中，各類型組織皆能從中獲得顯著且直接的成效，國防組織

亦不例外。許多成效卓著的組織運用控制性與承諾性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推動組織成員

的工作體驗與態度轉變。透過善待部屬、提供公平對待、實施教育與訓練計劃，以及建

立適當的獎勵和回應機制，讓部屬不僅在行政措施上感受到支持，更能在心理層面體會

到實質互惠的感受，進而提升其承擔工作責任的意願，甚至展現額外的組織公民行為（如

主動協助他人或增進團隊效能）。這些措施的效能，不僅對個人工作動機、意願及態度產

生深遠影響，同時也能促進軍事單位內部團隊氛圍的和諧與士氣的高昂。 

然而，軍事組織作為非營利組織，缺乏直接的成本績效壓力，這使得某些單位對人

力資源管理措施的規劃與執行相對忽視。常見的情形是，當人員提出退伍報告或表達離



職意願時，單位主管才被動地進行挽留，導致事後彌補措施往往無法有效避免因人員流

動帶來的訓練成本與人事成本損失，形成績效反噬的情況。若未能及時將有限資源投入

於提升部屬的體驗與價值認知，部屬將難以真切感受到組織的支持與重視，易被外界價

值觀吸引而選擇離職，最終造成軍事單位在人力成本上的巨大浪費與沉默成本。因此，

從個體認知的提升出發，應深耕於部屬對組織的認同感及歸屬感，以有效避免沉默成本

的產生。 

在國防領域，強化「領導力」的培育更顯得至關重要，而非僅停留於「領導統御」

的威權管理方式。「統御」一詞帶有過於強調命令與控制的意味，忽視了現代管理中「帶

兵帶心」的基本實踐。若各級主管能著重於「領導力」的培育，不僅能降低「霸凌」及

「不當督導」的發生機率，還能構建「幸福企業」的概念，避免軍事組織因威權文化形

成負面刻板印象，進一步提升人才招募及軍校招生的吸引力。主管應藉由凝聚力的建立

與適當的領導方式，帶領部屬逐步實踐組織的願景與策略目標，形成對組織認同的高度

共識，從而有效避免組織成員產生負面行為。負面行為可能削弱部屬的工作動機、降低

績效，甚至引發高離職率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部屬的態度與行為將受到多層次的影

響。研究顯示，部屬越是認同組織的身份與價值觀，他們越傾向於展現符合組織期望的

行為（Cheney, 1982），基層工作者的專注度與責任感也將進一步提升，其在達成組織目

標、推動團隊合作及適應環境變化中的表現將更為優異（Ellemers et al., 2004）。因此，

軍事組織在各層級應注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規劃與執行，特別是在成本概念的應用方

面。經由這些措施，能有效建立具備責任感的軍事幹部，同時提升部屬的自信與應對不

確定性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其組織承諾與幸福感，最終實現軍事組織的內部鑲嵌與深度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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